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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随着宫颈癌AI筛查逐步普及，本研究基于人工智能设备接受模型(AIDUA)，从认知与情绪交互视

角，探讨社会影响、享乐动机、拟人化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及消极情绪的链式路径之间的关联，以及

这些路径与女性对宫颈癌AI筛查服务的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便利与滚雪球抽样，线上面向

18岁以上女性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36份(有效回收率93.2%)。量表基于成熟工具改编并适

配情境，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与Bootstrap链式中介检验。结果：研究量表信效度与整体模型

拟合效果良好，无严重共同方法偏差。社会影响、享乐动机、拟人化均与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呈显著正

相关。两类期望与消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消极情绪进而显著负向影响使用意愿。全部九项假设均获支

持。结论：AIDUA模型在宫颈癌AI筛查场景中具有良好适配性。社会认可、新奇体验与人性化交互设计

与绩效及努力期望的提升相关，以及女性对AI的焦虑与不信任感的降低相关，从而与使用意愿的提升存

在关联。研究提示，技术推广不应仅关注算法准确率，还需同步加强社会宣传、优化交互设计、重视初

次使用的情绪体验。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地域与教育层次覆盖，并开展多群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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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s AI screening for cervical cancer becomes increasingly prevalent,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ice User Acceptance (AIDUA)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emotional interaction, it explores the serial pathways linking social influence, hedonic motivation, 
anthropomorphism, performance expectancy, effort expectancy, and negative emotion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s intention to use AI-base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services. Meth-
ods: Using convenience and snowball sampling, an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women aged 
18 and above. A total of 43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valid response rate: 93.2%). The 
measurement scales were adapted from established instruments and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context. 
Path analysis and bootstrap serial mediation tests were perform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
eling (SEM). Result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s, as well as the overall model fit, were 
satisfactory, with no severe common method bias. Social influence, hedonic motivation, and anthro-
pomorphism were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performance and effort expec-
tancies. Both types of expectancie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emotions, 
which in turn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tention to use. All nine hypotheses were 
supported. Conclusion: The AIDUA model demonstrates good applic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AI 
screening for cervical cancer. Social approval, novel experiences, and humanized interaction design 
are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performance and effort expectancies, as well as reduced anxiety and 
distrust toward AI, thereby increasing the intention to us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echnology 
promotion should not focus solely on algorithmic accuracy; it must also be accompanied by strength-
ened 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s, optimized interaction design, and careful attention to users’ 
emotional experiences during their first us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and the geographic and 
educational coverage of the sample and conduct multi-group comparative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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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四大常见恶性肿瘤，2022 年全球新增病例约 66.1 万例，死亡约 34.8 万例，中

国新发病例约 15.1 万，死亡约 5.6 万[1] [2]。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持续感染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3]，
这使得宫颈癌成为极少数可防可控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筛查是降低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为有效的

公共卫生手段[4]。然而，以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为代表的主流筛查方法仍高度依赖病理医生的人工判读

[5]，人力成本高、效率低、主观性强，基层机构普遍缺乏阅片资质人员，导致筛查覆盖率远未达到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的“70%适龄女性定期接受高质量筛查”的全球目标[6] [7]。提升筛查服务的可及性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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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议题[8]。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上述困境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当前医学领域聚焦于 AI 辅助诊断结果与

临床判读标准的一致性验证，计算机科学领域致力于深度学习模型检测性能的持续优化。但技术可行性

并不等同于公众接受度，普通民众对“由人工智能判读自身癌症筛查结果”这一新型服务模式持何种态

度，其接受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现有研究对此类问题的回答远不充分[9] [10]。若目标群体从心理层面

产生抵触，任何技术优势都无法转化为实际的公共卫生效益。 
在技术接受研究的理论源头，最具影响力的框架当属技术接受模型(TAM)与整合技术接受与使用

理论(UTAUT)，二者核心逻辑一致：个体对技术的使用意愿主要与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两类认知评价

相关[11] [12]。这一逻辑隐含用户是理性决策者的假设。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

与技术之间的关系。AI 不再是等待人类操作的被动工具，而是具备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和

拟人交互特征，焦虑、担忧、不信任等消极情绪开始在用户的决策过程中占据显著权重[13] [14]。旧模

型在解释传统信息系统接受行为时依然有效，但在面对 AI 这一全新形态的技术时已显现出解释力的结

构性不足。 
人工智能设备使用接受模型(AIDUA)由 Gursoy 等[15]学者于 2019 年提出，专门用于解释用户对 AI

设备的接受行为。与 TAM 和 UTAUT 不同，该模型在保留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两类认知变量的基础上，

将消极情绪纳入模型，构建了“认知评价–情绪反应–行为意愿”的链式传导路径，并设置了拟人化和

享乐动机变量以回应 AI 设备的自主决策与体验属性[16] [17]。该模型涵盖社会影响、享乐动机、拟人化、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消极情绪与使用意愿七个核心构念。 
尽管 AIDUA 模型已在酒店服务机器人、金融智能顾问等商业服务情境中得到验证，但其在医疗健康

领域，尤其是癌症筛查这一高敏感性诊断情境中的应用尚处于理论空白。本研究首次将 AIDUA 模型引入

宫颈癌 AI 筛查场景，以普通民众为研究对象，系统检验该模型在健康诊断情境中的适用性。研究核心问

题为：在宫颈癌 AI 筛查情境下，AIDUA 模型中的前因变量如何通过认知评价变量与情绪变量的链式传

导，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的使用意愿。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问题可表述为：在宫颈癌 AI 筛查情境下，AIDUA 模型中的前

因变量与认知评价变量及情绪变量的链式传导之间的关联如何反映普通民众的使用意愿。具体而言，研

究聚焦两个子问题：第一，社会影响、享乐动机、拟人化三个前因变量对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两类认知

评价的关联方向与强调如何；第二，消极情绪在认知评价向行为意愿转化过程中的关联模式如何。为此，

本研究以 AIDUA 模型为理论基础，面向普通女性群体开展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18] [19]。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2.1. 假设推导的整体逻辑 

本研究以 AIDUA 模型为理论基础，将用户对宫颈癌 AI 筛查设备的接受过程划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

环节：前因变量与认知评价变量的关联、认知评价变量与情绪变量的影响、情绪变量对行为意愿的关联。

社会影响、享乐动机与拟人化三个前因变量分别作用于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两类认知评价，绩效期望与

努力期望进而影响消极情绪，消极情绪最终决定使用意愿，形成“前因–认知–情绪–意愿”的清晰链

条。 

2.2. 社会影响与两类期望关联 

社会影响是指个体从家人、朋友、医生等重要他人处感知到的支持性态度或规范性压力[20]。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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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研究中，社会影响被普遍视为与用户认知评价存在关联的关键前因[11]。当新技术获得个体所信任之

人的推荐或认可时，个体可能倾向于认为该技术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实用价值。在宫颈癌 AI 筛查情境

中，若家庭医生告知患者“该 AI 系统的判读准确率已通过临床验证”，或亲友反馈“筛查结果与医生判

断一致”，这类来自可信来源的正面信息可能显著增强用户对 AI 筛查技术性能的信任，同时降低对操作

复杂性的主观感知[21]。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影响与绩效期望呈正相关。 
H2：社会影响与努力期望呈正相关。 

2.3. 享乐动机与两类期望的关联 

享乐动机是指个体在使用新技术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趣味性、新奇感和内在愉悦感[22]。AIDUA 模型

引入该变量反映了 AI 设备作为新兴技术所特有的体验属性[17]。对新技术持好奇与探索态度的用户，其

积极的心理状态容易迁移至对技术能力的判断，可能倾向于相信 AI 筛查具备优良的性能表现；同时，当

一项活动被感知为有趣时，个体对其操作复杂性的敏感度会显著降低[17]。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享乐动机与绩效期望呈正相关。 
H4：享乐动机与努力期望呈正相关。 

2.4. 拟人化与两类期望的关联 

拟人化是指 AI 系统在交互界面、语音反馈、表情姿态等方面呈现类人特征的程度[23]。当 AI 设备

表现出类人特征时，用户可能无意识地将人际交互的认知框架应用于人机交互情境[24]。在绩效期望层面，

类人化的外观与行为本身传递了“专业”与“可靠”的信号；在努力期望层面，类人化的交互方式更接

近人类日常沟通的自然模式，认知负荷显著降低[16]。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5：拟人化与绩效期望呈正相关。 
H6：拟人化与努力期望呈正相关。 

2.5. 两类期望与消极情绪的关联 

消极情绪是指个体在面对 AI 筛查时产生的焦虑、担忧、不信任等负面情感体验[25]。在 AIDUA 模

型的理论架构中，认知评价变量被设定为情绪反应的前置因素[26]。当用户相信 AI 筛查能够提高检测准

确性、减少漏诊风险时，其对结果可靠性的担忧可能显著降低；若用户认为筛查系统的操作流程清晰易

懂，面对新技术时由不确定性引发的紧张感也可能得到有效缓解[27]。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从不同路径共

同与消极情绪的消解存在关联。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7：绩效期望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 
H8：努力期望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 

2.6. 消极情绪与使用意愿的关联 

使用意愿是指个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愿意尝试使用 AI 辅助宫颈癌筛查的主观倾向[28]。在行为决

策研究中，情绪已被证实对个体的选择行为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其影响往往超越理性认知评价而占据

主导地位[26]。这一现象在高风险决策情境中尤为突出——当决策涉及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重大后果时，

情感反应往往比客观信息更具行为引导力[27]。在高风险决策情境中尤为突出。用户若对 AI 判读自身筛

查结果感到焦虑，其最直接的行为反应便是选择回避，“不做”成为规避感知风险的心理防御策略。综

上，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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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消极情绪与使用意愿呈负相关。 

2.7. 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九项假设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型以社会影响、享乐动机、拟人化为前因变

量，以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为认知评价变量，以消极情绪为情绪变量，以使用意愿为结果变量，完整呈

现了“前因–认知–情绪–意愿”的链式传导路径。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由核心变量测量题项与人口统计学信息两部分构成。所有核心变量的测量题项均

改编自已有文献中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法(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社会影响量表改编自 Venkatesh 等(2003) [11]开发的 UTAUT 量表，共 3 个题项。享乐动机量表参考 Gursoy
等(2019) [15] AIDUA 模型中的享乐动机维度，共 3 个题项。拟人化量表借鉴 AIDUA 模型中的相应维度，

共 3 个题项[16]。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量表参考 UTAUT 模型对应维度并结合 AIDUA 模型进行情境化调

整，各含 3 个题项。消极情绪量表参考 AIDUA 模型中消极情绪维度的测量方式，共 3 个题项。所有题项

均进行情境化改编，将通用表述替换为与“宫颈癌 AI 筛查”直接相关的具体表述。问卷初稿完成后邀请

3 位相关领域研究者对题项的清晰度与情境适配性进行评审并修订。 
问卷末尾设置了人口统计学信息部分，用于收集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所在地

区以及是否有宫颈癌筛查经历等基本信息，作为后续分析的控制变量。完整问卷各变量的具体题项内容

见表 1。 
 
Table 1. Measurement items and source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测量题项与来源 

变量 编号 测量题项 量表来源 

社会影响 

SI1 我的家人会支持我使用 AI 辅助宫颈癌筛查 
Venkatesh et al. (2003) 

[11] SI2 我信任的医生推荐 AI 筛查会影响我的选择 

SI3 周围的朋友认可 AI 筛查技术，会让我更愿意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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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享乐动机 

HM1 尝试使用 AI 进行宫颈癌筛查会让我感到新奇有趣 

Gursoy et al. (2019) [15] HM2 使用 AI 筛查技术对我来说是一种新鲜的体验 

HM3 我愿意为了体验新技术而尝试 AI 宫颈癌筛查 

拟人化 

AN1 我希望 AI 筛查系统有接近人类的交互方式(如语音引导、友好界面) 

Gursoy et al. (2019) [15] AN2 如果 AI 筛查系统能像医护人员一样与我沟通，我会更放心 

AN3 我认为 AI 筛查系统具备一定的类人化特征会让我更信任它 

绩效期望 

PE1 我认为 AI 辅助筛查能够提高宫颈癌检测的准确性 
Venkatesh et al. (2003) 

[11]; Gursoy et al. (2019) 
[15] 

PE2 AI 筛查技术能够更快地给出检测结果，提高筛查效率 

PE3 总体而言，AI 筛查对提高宫颈癌检出率有帮助 

努力期望 

EE1 学习如何使用 AI 宫颈癌筛查系统对我来说是容易的 
Venkatesh et al. (2003) 

[11]; Gursoy et al. (2019) 
[15] 

EE2 AI 筛查系统的操作流程清晰易懂 

EE3 总体而言，使用 AI 筛查技术不会耗费我太多精力 

消极情绪 

NE1 我对由 AI 判读我的宫颈癌筛查结果感到焦虑 

Gursoy et al. (2019) [15] NE2 我担心 AI 筛查系统可能存在漏诊或误诊的风险 

NE3 相比 AI，我更信任医生的判读，对 AI 判读感到不放心 

使用意愿 

BI1 如果条件允许，我愿意尝试使用 AI 辅助宫颈癌筛查 
Venkatesh et al. (2003) 

[11]; Gursoy et al. (2019) 
[15] 

BI2 我会优先考虑选择提供 AI 筛查服务的医疗机构 

BI3 总体而言，我对使用 AI 宫颈癌筛查持积极态度 

注：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法，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3.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招募 18 周岁以上的普通女性群体[29]。问卷通过问

卷星平台制作并发放，主要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渠道传播，全程匿名，所有题项均设置为必答。样本量

遵循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标准，本研究共 21 个测量题项，按照 Bentler 和 Chou (1987) [19]提出的要求，样

本量至少为测量题项数量的 5 倍，最低不少于 200 份。本研究计划回收有效问卷不低于 300 份。问卷发

放时间为 2026 年 5 月至 6 月。无效问卷剔除标准：所有题项选择同一答案、作答时间少于 60 秒、存在

明显逻辑矛盾的问卷。 

3.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遵循 Anderson 和 Gerbing (1988) [18]提出的“测量模型评

估–结构模型评估”两步法策略，使用 SPSS 26.0 和 AMOS 26.0 进行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

性分析；其次进行测量模型的信效度评估，信度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要求均高于 0.70 
[30]，效度包括聚合效度(标准化因子载荷 > 0.60 且 AVE > 0.50)与区分效度(AVE 平方根 > 相关系数)；
再次进行结构模型的路径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模型拟合优度评价指标为 χ2/df (<3 良好)、CFI (>0.90
可接受)、TLI (>0.90 可接受)、RMSEA (<0.08 可接受)、SRMR (<0.08 可接受) [31]。最后采用 Bootstrap 法

(抽样 5000 次)对链式传导路径进行检验，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则表明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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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测试与初步分析 

高中/中专占 17.4%，大学专科占 25.7%，大学本科占 42.2%，研究生及以上占 8 在正式数据收集之

前，本研究进行了预测试，以评估问卷的信效度、检验理论假设的初步适配性，并为正式调查的样本量

确定与问卷修订提供依据。 

4.1. 预测试样本与数据收集 

预测试于 2026 年 5 月上旬进行，通过问卷星平台制作电子问卷，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渠道发放。调

查对象为 18 周岁以上的普通女性群体，共回收问卷 240 份。剔除所有题项选择同一答案、作答时间少于

60 秒以及存在明显逻辑矛盾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21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8%。预测试样本量满足

结构方程模型对初步分析的要求，即不少于 200 份(Anderson & Gerbing, 1988) [18]。 

4.2. 样本特征 

预测试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 2 所示。年龄方面，18~25 岁占 29.8%，26~35 岁占 37.6%，36~45
岁占 20.6%，46~55 岁占 8.3%，56 岁及以上占 3.7%；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占 6.0%；月收入水

平方面，3000 元以下占 20.6%，3000~6000 元占 34.4%，6000~10,000 元占 29.4%，10,000 元以上占 15.6%；

所在地区方面，东部占 45.0%，中部占 33.0%，西部占 22.0%；有宫颈癌筛查经历的受访者占 40.4%。 
 
Table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pretest samples (N = 218) 
表 2. 预测试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N = 218) 

特征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年龄 

18~25 岁 65 29.8% 

26~35 岁 82 37.6% 

36~45 岁 45 20.6% 

46~55 岁 18 8.3% 

56 岁及以上 8 3.7%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3 6.0% 

高中/中专 38 17.4% 

大学专科 56 25.7% 

大学本科 92 42.2% 

研究生及以上 19 8.7% 

月收入水平 

3000 元以下 45 20.6% 

3000~6000 元 75 34.4% 

6000~10,000 元 64 29.4% 

10,000 元以上 34 15.6% 

所在地区 

东部 98 45.0% 

中部 72 33.0% 

西部 48 22.0% 

宫颈癌筛查经历 
是 88 40.4% 

否 130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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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试结果整体上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与九项假设，各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均达到可接受

水平，模型拟合良好。基于预测试结果，正式调查的问卷未作重大调整，仅对部分题项的措辞进行了细

微优化。正式调查将按照既定的数据收集方案扩大样本量，以进一步检验假设的稳健性与模型的泛化能

力。 

5. 结果 

5.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调查于 2026 年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进行，共回收问卷 468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43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2%。样本中 18~25 岁占 27.5%，26~35 岁占 35.3%，36~45 岁占 21.6%，46~55 岁占

10.3%，56 岁及以上占 5.3%；初中及以下占 7.8%，高中/中专占 18.8%，大学专科占 24.8%，大学本科占

39.0%，研究生及以上占 9.6%；月收入 3000 元以下占 19.0%，3000~6000 元占 33.9%，6000~10,000 元占

30.3%，10,000 元以上占 16.7%；东部占 43.8%，中部占 34.2%，西部占 22.0%；有宫颈癌筛查经历的受

访者占 41.1% (表 3)。 
 
Table 3.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 samples (N = 436) 
表 3. 调查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N = 436) 

特征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年龄 

18~25 岁 120 27.5% 

26~35 岁 154 35.3% 

36~45 岁 94 21.6% 

46~55 岁 45 10.3% 

56 岁及以上 23 5.3%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4 7.8% 

高中/中专 82 18.8% 

大学专科 108 24.8% 

大学本科 170 39.0% 

研究生及以上 42 9.6% 

月收入水平 

3000 元以下 83 19.0% 

3000~6000 元 148 33.9% 

6000~10,000 元 132 30.3% 

10,000 元以上 73 16.7% 

所在地区 

东部 191 43.8% 

中部 149 34.2% 

西部 96 22.0% 

宫颈癌筛查经历 
是 179 41.1% 

否 257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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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变量均通过自陈量表在同一时间点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32]。采用 Harman 单

因子检验法进行评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7.4%，低于 40%的临界标准[29]，表明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5.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 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 4 所示。社会影响的均值为 3.42 (SD = 1.02)，享乐动

机的均值为 3.18 (SD = 1.08)，拟人化的均值为 3.05 (SD = 0.98)，绩效期望的均值为 3.68 (SD = 0.92)，努

力期望的均值为 3.45 (SD = 0.96)，消极情绪的均值为 3.27 (SD = 1.12)，使用意愿的均值为 3.51 (SD = 1.05)。
相关分析结果为假设路径提供了初步支持：三个前因变量与两类期望均呈显著正相关，两类期望与消极

情绪呈显著负相关，消极情绪与使用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均 p < 0.01)，方向与理论预期一致。 
 
Table 4.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all variables (N = 436) 
表 4.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N = 436)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1) 社会影响 3.42 1.02 1       

2) 享乐动机 3.18 1.08 0.35** 1      

3) 拟人化 3.05 0.98 0.31** 0.38** 1     

4) 绩效期望 3.68 0.92 0.48** 0.52** 0.46** 1    

5) 努力期望 3.45 0.96 0.41** 0.44** 0.39** 0.54** 1   

6) 消极情绪 3.27 1.12 −0.29** −0.33** −0.28** −0.43** −0.38** 1  

7) 使用意愿 3.51 1.05 0.37** 0.42** 0.36** 0.49** 0.44** −0.51** 1 

注：M 为均值，SD 为标准差；**表示 p < 0.01 (双尾检验)。 

5.3. 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82 至 0.90 之间，组合信度(CR)介于

0.83 至 0.91 之间，均高于 0.70 的可接受阈值，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Table 5.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test results (N = 436) 
表 5. 信度与聚合效度检验结果(N = 436) 

变量 Cronbach’s α CR AVE 

社会影响 0.84 0.85 0.61 

享乐动机 0.87 0.88 0.66 

拟人化 0.82 0.83 0.55 

绩效期望 0.88 0.89 0.67 

努力期望 0.85 0.86 0.62 

消极情绪 0.90 0.91 0.73 

使用意愿 0.86 0.87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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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评估包括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聚合效度通过各题项在对应潜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及平均

方差抽取量(AVE)进行判断[33]。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68 至 0.89
之间，均高于 0.60 的判定标准；各变量的 AVE 值介于 0.55 至 0.73 之间，均超过 0.50 的阈值(Fornell & 
Larcker, 1981)，表明聚合效度良好。区分效度通过比较各变量 AVE 的平方根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加以评

估。各变量 AVE 的平方根介于 0.74 至 0.85 之间，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相关

系数为 0.54)，表明区分效度通过检验(Fornell & Larcker, 1981) [30] [34]。 

5.4.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初步检验，模型拟合指标如表 6 所示。χ2/df = 1.58，CFI = 
0.95，TLI = 0.94，RMSEA = 0.052，SRMR = 0.058，各项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标准，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

良好。 
 
Table 6. Model fit indices (N = 436) 
表 6. 模型拟合指标(N = 436) 

拟合指标 实际值 判断标准 是否达标 

χ2/df 1.58 <3.00 良好 是 

CFI 0.95 >0.90 可接受，>0.95 良好 是 

TLI 0.94 >0.90 可接受 是 

RMSEA 0.052 <0.08 可接受，<0.06 良好 是 

SRMR 0.058 <0.08 可接受 是 

 
各路径系数的估计结果如表 7 和图 2 所示。H1 至 H6 的检验结果与三个前因变量对两类期望的正向

关联的假设一致。社会影响与绩效期望(β = 0.33, p < 0.001)及努力期望(β = 0.29, p < 0.001)均呈显著正相

关，H1 和 H2 得到数据支持。享乐动机与绩效期望(β = 0.40, p < 0.001)及努力期望(β = 0.34, p < 0.001)均
呈显著正相关，H3 和 H4 得到数据支持。拟人化与绩效期望(β = 0.31, p < 0.001)及努力期望(β = 0.27, p <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H5 和 H6 成立得到数据支持。 
 
Table 7.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N = 436) 
表 7. 假设检验结果(N = 436)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β) p 值 结果 

H1 社会影响→绩效期望 0.33 <0.001 支持 

H2 社会影响→努力期望 0.29 <0.001 支持 

H3 享乐动机→绩效期望 0.40 <0.001 支持 

H4 享乐动机→努力期望 0.34 <0.001 支持 

H5 拟人化→绩效期望 0.31 <0.001 支持 

H6 拟人化→努力期望 0.27 <0.01 支持 

H7 绩效期望→消极情绪 −0.35 <0.001 支持 

H8 努力期望→消极情绪 −0.29 <0.001 支持 

H9 消极情绪→使用意愿 −0.48 <0.001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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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search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图 2. 研究模型与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H7 和 H8 的检验结果表明，绩效期望与消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β = −0.35, p < 0.001)，努力期望与消

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β = −0.29, p < 0.001)，H7 和 H8 得到数据支持。H9 的检验结果表明，消极情绪与使

用意愿呈显著负相关(β = −0.48, p < 0.001)，H9 得到数据支持。上述测试结果与理论预期方向一致，为后

续假设检验提供了支持。 

6. 讨论 

6.1. 核心研究发现与理论价值 

本研究将 AIDUA 模型引入宫颈癌 AI 筛查这一高敏感性的医疗诊断情境，基于 436 份有效问卷的实

证数据，数据与“前因变量–认知评价–情绪反应–使用意愿”的完整链式传导模式相一致。九项假设

全部获得数据支持，表明 AIDUA 模型可能适用于健康诊断领域。 
本研究与经典 TAM 及 UTAUT 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发现数据与消极情绪在认知评价与行为意愿之间

的关键中介效应相一致。在 UTAUT 原始框架中，行为意愿主要由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和社会影响直接

预测，情绪因素未被赋予独立且核心的因果位置。然而，本研究中消极情绪对使用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

数达−0.48 (p < 0.001)，其绝对值超过了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与消极情绪的关联强度。这一差距提示，在

癌症筛查领域，情感反应可能并非认知评价的附带产物，而可能是具有相对独立预测力的关键变量[35] 
[36]。 

社会影响与绩效期望的关联(β = 0.33)略高于 UTAUT 原始报告中基于医疗情境的部分样本估计值，

这可能与中国社会特有的群体观念文化有关[37] [38]。在宫颈癌筛查这一涉及隐私与重大健康风险的决策

中，女性更愿意参考身边信任人群传递的信息，家人、亲友及接诊医生的看法往往比公开宣传信息更具

说服力。 
享乐动机与两项认知变量的关联强度在三类前置因素里排名第一(β = 0.40, 0.34)。本次调研数据提示：

对新技术抱有探索兴趣的女性，更容易看好 AI 筛查的检测能力，也不会过度担心操作流程繁琐。享乐动

机能够调动个体积极心理状态，让人下意识更多关注技术带来的收益，忽略潜在操作成本。 
拟人化同样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呈正相关(β = 0.31, 0.27)，证实人性化交互设计在医疗 AI 产品中

具备真实的落地价值。当筛查系统交互方式贴近日常人际沟通，用户会把平时和医护人员交往建立的信

任感直接转移到 AI 技术上。但需警惕 Gray 和 Wegner (2012) [39]指出的“恐怖谷”效应，在医疗 AI 的
拟人化设计中需把握适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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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均与消极情绪的降低显著相关(β = −0.35, −0.29)，其中绩效期望的影响力度更高，

侧面说明癌症筛查属于高风险健康决策场景，用户第一看重技术检测可信度，操作便捷性带来的情绪安

抚作用相对有限，体现出健康决策下风险感知独有的特征。 

6.2. 实践推广启示 

第一，社会影响的关联十分突出(β = 0.33, p < 0.001)，意味着宫颈癌 AI 筛查宣传不能只面向女性个

体，还要把社区医生、家属这类关键意见人群纳入整体宣传体系。基层医疗机构可组织社区全科医生开

展专项培训，让医生在日常问诊过程中主动向适龄女性推荐 AI 筛查[21]。 
第二，享乐动机的关联(β = 0.40, p < 0.001)提示宣传思路可以适当调整，减少过度渲染患病风险带来

的恐慌感，多突出新技术智能、创新的体验感，采用“体验新型智能筛查”“AI 辅助快速判读”这类正

向表述。 
第三，拟人化的关联结果(β = 0.31, p < 0.001)可为筛查界面的开发提供参考。应优化语言引导自然度、

操作反馈及时性与亲和力，搭配可视化进度提示、通俗化结果解读模块，弱化设备冰冷的机械感[40]。但

不建议为 AI 设置专属人名、虚构卡通人物形象，防止在严肃医疗场景引发用户抵触心理。 
第四，消极情绪是与女性接受筛查意愿降低密切相关的核心因素(β = −0.48, p < 0.001)，需要配套情

绪疏导方案。筛查前向用户完整介绍操作流程与真实临床成功案例；筛查过程中保留人工客服实时对接

通道。这种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相比单纯反复强调 AI 检测准确率，更能缓解用户内心的焦虑感[9]。
Bracic 等(2026) [41]发现临床医生的在场能使患者选择 AI 辅助诊疗的概率提高 18.4%，充分说明“人在

回路”的设计不仅是技术安全的要求，更是建立患者信任、缓解情绪焦虑的关键策略。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次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局限，后续研究可针对性完善。 
第一，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非概率抽样策略，样本以中青年、高学历女性为

主(25~35 岁占 35.3%，本科及以上占 48.6%)。非概率抽样无法保证样本代表性，社交媒体招募可能过度

覆盖信息素养较高的活跃网络用户，从而低估消极情绪在一般人群中的普遍性。当前结论的边界条件应

限定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网络参与度的城市适龄女性”，向农村、低学历及中老年群体推广时需谨

慎外推。后续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或配额抽样，重点增加目标人群(如中西部农村女性)样本，检验模型在

不同亚群体中的稳定性。 
此外，尽管 Harman 单因子检验显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第一个因子解释率为 27.4%)，但由

于所有变量均通过自陈量表在同一时间点由同一受访者填写，共同方法偏差仍可能膨胀变量间的关联强

度。该检验对方法因子的识别效力有限，当前路径系数可能受到共同方法方差的系统性影响而被高估。

未来研究应在数据收集阶段采取程序性控制措施(如时间滞后设计、引入客观行为记录、嵌入反向计分题

项)，并在统计层面采用潜在方法因子控制法(ULMC)或标记变量技术进行更严格的检验与校正。 
第二，横截面设计无法判定变量间的因果走向，仅能揭示特定时间点的共变关系，不能排除反向因

果或第三方潜变量的替代解释。例如，对 AI 筛查持高度焦虑态度的受访者，其消极情绪可能同时拉低绩

效期望与使用意愿，造成虚假关联。因此，当前结果应被理解为预测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后续可采用纵

向追踪调研或实验操纵法进一步探索因果可能性。 
第三，本次仅纳入消极情绪单一维度，但女性接触 AI 筛查时亦会产生安心、期待等积极情绪，两类

情绪并非简单对立。后续可新增积极情绪变量，对比两类情绪对使用意愿开展长期追踪，结合客观就诊

记录验证模型现实适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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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文测量指标仅为使用意愿，和女性实际到院参与筛查的真实行为存在一定差距。后续可在

已落地 AI 筛查的社区开展长期追踪调研，对比问卷填报意愿与真实筛查就诊记录。 
第五，本次未纳入健康素养、固有技术焦虑、既往筛查经历等个体差异变量，亦未对有/无筛查经历

者进行分组比较。后续可将上述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开展多群组分析，探究模型适用边界。 
综上，本次研究数据支持 AIDUA 模型可能适用于宫颈癌 AI 筛查场景，若后续能有研究在更大规模、

更多元样本中复现并深化上述发现，将进一步为 AI 筛查技术面向公众推广提供完整理论支撑与可落地的

公共卫生推广方案，助力国内宫颈癌防控工作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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